
粤海风2006年第3期

15

现象

□  严  明

中国城市精神的
文化内涵探源

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一样，中

国城市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许多共

同点。但是作为不同民族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中国城市发展

的过程中还是显示出许多独特之处。

从城市的建制、城市设计理念到城市

建筑形态、自然景观、市井风俗等，

中国的城市都表现出了特殊气质，形

成了具有浓郁东方色彩的城市精神。

这种城市精神从古到今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时代多变，沧海桑田，古今城市

的规模和景观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城

市精神的内核不亡，至今仍在发挥着

重要作用。本文的探源，目的在于对

中国城市精神的古今相承点作一番学理

层面的梳理辨析。

皇权专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

集中表现，其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

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最为显著也是最为

重要的。从先秦时代开始，中国城市

的聚集效应就突出地表现为政治功能的

主导性和空间形态的内敛性，城市建

设的各方面都以政治统治和军事防御为

主要目的，不仅大都筑城墙、挖壕

沟，而且作为政治权利枢纽的机构和

建筑无一例外地位于城市的中心，受

到严密的拱卫，高高在上，俯视周

围，辐射全国。秦朝之后的中国在封

建社会发展过程中，虽然朝廷不断更

替，但是皇权专制的统治体制一直延

续不绝。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历代

城市的修建和发展，也一直是首先考

虑城市是作为皇权专制统治的行政中心

而存在的，城市建设的一切都围绕着

加强皇权专制统治这一中心目的，朝

廷的命令可以贯彻到城市的任何机构和

每个角落，城市的管理始终都是由朝

廷任命的官员主持，由朝廷命官带领

着一批胥吏来完成。中国古代城市无

论大小，地理位置无论远近，始终都

是处于皇权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与

世界其他国家的城市相比，尤其是与

欧美的城市相比，是极为突出的。

皇权政治因素的长期影响，还具

体表现在形成中国古代城市明显的等级

制度。每个朝代最大的中心城市，就

是皇家朝廷所在地的都城，也就是全

国的政治统治中心城市。都城之下，

有着四面八方的省会城市，是省级衙

门的驻守地。省城之下，有着州府级

城市，是州府衙门的驻守地。州府城

市之下是县级城市，即县衙门的所在

地。从统领全国的大都城到星罗棋布

的小县城，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遍布

全国的金字塔形的城市体系。位于金

字塔顶端的是首都，朝着四面八方发

布着朝廷指令，经过各级城市的逐层

传递，直到最基层的乡村。各级城市

一方面服从上级城市的指挥，另一方

面也对上级城市形成拱卫之势。在这

个金字塔形的城市体系中，城市规模

的大小与其驻守衙门的行政级别往往是

成正比的。全国最大的城市是都城，

每个省州府县区域中最大的城市分别就

是驻守衙门行政地位最高的城市。皇

权可以调拨全国的人力财力来建设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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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各省州府县的最高行政官员也可

以凭借手中的权利支配本区域的各种资

源来修建衙门所在地的城市，而且这

种调拨和支配往往是无偿的，经常是

行政长官任意决定的。因此，中国古

代城市发展过程中，明显形成了行政

中心城市尤其是首都皇城优先修筑、

重点发展的规律。

都城优先发展的规律，是中国古

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皇权政治控

制的突出体现。历朝历代的朝廷，都

会举全国之财力和人力，进行都城的

修建，扩充都城人口，使其成为全国

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成为全国的文化

中心和军事重镇。比如明代洪武初年

定都南京时，城内有平民10 万人，加

上官吏和驻军是30万人。之后朱元璋

下令强行把苏浙等地的富户家族举家搬

迁到南京，到了洪武三十年，南京城

内的住户有95000多家，人口在60 万

以上，这还不包括皇室贵族及驻军的

人口。在中国古代，一些大城市的发展

机遇，与能否成为全国或者区域的政治

中心城市直接相关。比如北京，在金代

以前只是区域性的政治行政中心，城市

规模一直不大。金代时，燕京成为金中

都，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多，成为北

部中国的政治中心。金末，燕京城遭到

战争破坏，几乎成为一片废墟。元代在

金中都的旧址修建都城，于是出现了在

当时世界上规划最完备、建筑规模最宏

伟的大都市——元大都。元末明初，北

京城再次遭到战争破坏，并失去了首都

位置，一度人口锐减，城市规模萎缩。

到了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北京城又得到

迅速发展的机会，一大批金壁辉煌的宫

殿建筑横空出世，城市规模超过了元大

都，城市人口达到百万，成为中国最大

的都市。中国历代驻守京城的军队数量

之多，在世界上也是突出的。比如汉代

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常驻军队约26万

人，约占全国总兵力的40％，其中约12

万禁军驻守长安城。再比如北宋时期驻

守京师开封城的禁卫军达80万，驻军人

数远远超过开封城居民人口数。还比如

清朝的八旗军入关后就分驻在京师和各

省会主要城市，形成了城市中大大小小

的“旗营”。

中国古代的建都城市变迁较多。

仅从重要的变迁看，就有西周的丰

镐、东周的雒京、秦咸阳、汉长安、

三国东晋建业、北魏洛阳、隋唐长

安、北宋开封、南宋临安、元大都、

明清北京等，中国历史上首都变迁在

10 次以上。这一现象为世界各国所少

见，比如非洲埃及首都，从古到今只

限于尼罗河下游的底比斯、孟菲斯和

开罗；欧洲古罗马帝国和现代意大利

的首都，都是在罗马城；巴黎在公元

五世纪是法兰西王国的首都，至今仍

是法国的首都；英国从中世纪以来，

首都一直是在伦敦；还比如在亚洲，

日本的古今首都，也就是在奈良、京

都和东京城三个城市之间。导致中国

历代都城多变迁的原因很多，其中较

为重要的有改朝换代战争摧毁、利用

经济富庶地区的资源、便于掌控全国

的四面八方、有利于各民族和地区关

系的融和等方面因素。改朝换代的战

争往往会把一大批城市毁成废墟，新

朝廷中新一轮的城市建设又往往是在低

水平上重新起步，中国古代的城市建

设经常处在恢复－发展－衰落－破坏这

样周而复始的周期之中。一个城市在

被确立为国都或成为区域政治中心城市

之后，往往短期内就能超常发展，城

市规模迅速扩大，对全国和周边地区

产生巨大的辐射影响力。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另一个特点是

长期实行两京制，这在世界历史上也

是少见的。古代罗马帝国也曾实行过

首都罗马和陪都拜占庭的两京制，但

是后来拜占庭又变成了东罗马帝国的首

都。中国从西周开始就实行两京制，

这一制度历代相传，比如西汉都长

安，洛阳为陪都；东汉都洛阳，长

安为陪都；唐代都长安，洛阳长期居

于陪都地位。还比如元朝以燕京为大

都，又设开平为上都；明成祖迁都北

京后，确立南京为陪都；清朝入关后

定都北京，又设奉天（今沈阳）为陪都。

两京制的长期实施，使大多数朝代都形

成了两大中心城市，这样做并没有造成

中国的分裂，反而有利于全国各地区之

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全国

各民族和地区的团结。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过程中还涉及

到如何处理政治中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区

域之间的关系，还有城市经济与农村

经济之间的关系。大城市作为政治、

军事和文化的中心，其对各种资源的

依赖和消耗是十分巨大的。大城市的

形成和发展，往往离不开经济富裕地

区各种粮食、原料及资源的输送，历

朝历代的大城市因此多数产生在农业经

济富庶地区。但是，形成中国城市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便于获取丰富的经

济资源只是其中之一。中国古代也有

不少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的修建，由于

种种原因而离经济富庶地区距离较远，

这就需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建立强大的资

源运输通道，比如大运河和海陆交通

干道等等。因此，中国古代的政治中

心城市与经济中心区域总是保持着密切

的沟通关系，但是作为王朝政治统治枢

纽的京师，却不一定是在最富裕的地

区，因为建立都城，并非只考虑经济因

素。此外，在中国古代的城乡经济关系

中，农村经济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城

乡经贸关系基本上是一种单项的贸易关

系，即农产品大量地流向城市，而城市

的手工业产品则很少流向农村。据统

计，中国古代市场流通的主要商品分别

是粮食、棉布、盐和茶，[1]其中绝大部分

都是农副产品，是由农村提供的。这种

货物单项的流通结构明显地表现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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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商业活动对乡村经济的依赖，

尽管在宋代以后手工业和商业得到了很

大的发展，但整个国家的经济重心始终

是以农为本的。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这

一趋势，要到了清末门户开放之后才得

到根本的改变。

中国城市独特的发展经历，培育

出了具有独特风貌的城市精神。城市精

神是对城市居民精神面貌的高度概括，

也是城市居民道德观念、生活态度及行

为方式的集中体现。古今中外，著名的

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往往都会形成独特的

城市景观，在五光十色的街市风景中往

往也透露出一些独特的氛围和精神气

质，给外来的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这

种由内而外透露出来的城市环境氛围和

市民精神气质，往往就表露出这座城市

的文化精神。城市精神似乎是一种看不

见、摸不着的抽象物，但实际上它渗透

进城市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和每一个角

落，它是城市全体居民的整体精神积

累，为全体居民共同认可，并在日常生

活的举手投足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城市精神是城市物质存在中的灵光闪

现，是城市居民共同体的观念共识，又

往往成为标示城市个性的文化名片。中

国古代的史学家颇为重视对地方民风习

俗的记载，其中就透露出对城市精神状

态的生动叙述，这在大量的史册和方志

中随处可见。古人的表述大都是对某地

某城生活现象的片断描绘，具体形象，

然而又往往容易显得琐碎零散。比如

《梦粱录》中对南宋临安风俗的记载：

“杭城风俗，凡百货卖饮食之人，多是装

饰车盖担儿，盘合器皿新洁精巧，以炫

耀人耳目，盖效学汴京气象。及因高宗

南渡后，常宣唤买市，所以不敢苟简，

食味亦不敢草率也。且如士农工商诸行

百户衣巾装著，皆有等差。香铺人顶帽

披背子。质库掌事，裹巾著皂衫角带。

街市买卖人，各有服色头巾，各可辨认

是何名目人。自淳祐年来，衣冠更易，

有一等晚年后生，不体旧规，裹奇巾异

服，三五为群，斗美夸丽，殊令人厌见，

非复旧时淳朴矣。但杭城人皆笃高

谊，若见外方人为人所欺，众必为之救

解。或有新搬移来居止之人，则邻人

争借动事，遗献汤茶，指引买卖之类，

则见睦邻之义。又率钱物，安排酒食，

以为之贺，谓之‘暖房’。朔望茶水往

来，至于吉凶等事，不特庆吊之礼不废，

甚者出力与之扶持，亦睦邻之道，不可

不知。”[ 2 ]从这样细致的记载中，可以

看出南宋时期临安城居民的精神面貌，

普遍追求物质生活的华丽精致，热情待

客，崇尚高谊。这种南宋临安城的古风，

在今天杭州的城市文化精神的传统中仍

然清晰可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地的城市

建设日新月异，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快

速发展。与此同时，各地城市在进行

“两个文明”建设的过程中，都先后

进行了对本城文化精神的探索和概括，

于是出现了一系列的对城市精神的各自

表述。其中有些表述能够承前启后，

显得精彩凝练，如上海市的城市精神

归纳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八

个字。但也有不少城市精神的表述显

得过于琐碎，更像是行政目标口号和

道德标准观念的叠加，而缺乏鲜明生

动的城市个性。中国城市的发展之路

已经延续了数千年，而对中国城市精

神的陶铸和传承也经历了千年的变迁，

在探讨当今中国城市精神的过程中，

尤其是在重铸城市文化精神的过程中，

对中国城市千年传承的特质与精神传统

不能不加以深入的探讨。正是这些城

市特质与精神传统，构成了当代中国

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并对中国城市

的发展方式及方向，发挥着潜在的然

而却是十分重要的制约作用。

中国的城市有几个明显的特征：

一、“城”和“市”分别构成

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两大部分，同时也

发挥出了中国古代城市作为政治军事控

制中心和商贸经济集散中心的两大功

能。从昔日的以“城”管“市”，

到今日的以“市”兴“城”，官府

行政的控制始终是促进中国城市发展的

重要因素。无论是在古代抑或当代社

会，这种较为严密的控制对于中国城

市的发展而言是一把利弊共存的双刃

剑。在封建皇权的统治下，其发挥的

作用往往是全面和快速的。由于行政

因素的强势调控，能够在最大范围以

及最快时间内聚集最大限度的人力、

物力、财力用于推动城市的修建和发

展，从而创造出城市极度繁荣的奇

迹。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城

市很难形成自我发展的完整机制和持衡

动力。当来自上级官府行政部门的协

调支持力度降低甚至消失之后，城市

的运转很快就会陷入减速，甚至会不

可逆转地走向衰败。这样的事例在中

国城市史屡见不鲜，可以说是一种具

有中国封建特色的规律性的现象。

二、城市自治机制的空白和市民

独立意识的淡薄，使得中国古代城市

精神中市民的独创性和个性化参与时常

缺位。封建社会中的城市设计、修

建、发展方向和运转效率，都由朝廷

官府一手操办，普通市民没有知晓权

和参与权，很难有发表个人意见、显

示个体创造个性的机会。城市居民中

的富裕阶层，即商人集团也同样被剥

夺了参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权

利。中国城市的发展道路与欧洲中世

纪之后的新兴城市之间形成了很大的不

同，关键的一点就在于缺乏城市自治

的可能性和实践活动。中国城市的发

展史上没有出现过城市议会，也没有

一个常设的机构可以民主商议本城发展

的大计，市民没有机会培养其独立的

思想，也没有可能参与城市的管理。

负责管理城市的官吏可以为民作主，

但不能容许市民民主自治。官吏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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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负责，而不必对下、对平民百姓

负责。市民可以去衙门击鼓喊冤，但

是没有权利评价官员政绩的优劣，也

不可能决定官员的升迁前途。因此，

封建社会中驻守管理城市的官吏自然就

都是眼睛朝上看，也容易形成善于揣

摩上司个人好恶，进而投其所好的官

场陋习。即使时代发展到了今天，在

强大的行政体制干预以及追求政绩等行

政目标的诱导下，中国城市建设在高

速发展的同时也还是容易出现“千城

一面”的粗放型繁荣现象。探索其根

源，重要的一条就是地方政府片面地

追求各项物化政绩指标，决策过程缺

乏民主化和透明度，因而不能很好地

合理利用资源和构建高效节约型的区域

产业结构。

三、维系家族和谐伦理、重视社

会等级制度的理念深深浸透在中国城市

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城市社会的各个角

落。这种理念来自于中华民族发展的

悠久过程，早已被普遍认同而沉淀成

民族精神中的潜意识。经过从19 世纪

至2 0 世纪的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震

荡，传统的伦理观念遭到扫荡而支离

破碎，新的社会伦理观念尚未能完成

与中国社会传统的契合共生，导致社

会道德规范缺位，这在很大程度上加

重了重塑城市精神的困难。日本、韩

国等同属汉字文化圈传统的国家，他

们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始终没有放弃对优

秀民族传统及和谐精神的保存与张扬，

从而聚变出了本民族的巨大创新能力，

创造出东亚经济崛起的“四小龙”现

象。当今的中国城市时来运转，在抓

住机遇求发展中更应该将先进文化与传

统因素相结合，宣扬爱国爱家，尊老

爱幼，重视责任诚信，促进社会公平

和谐，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

可持续发展之路。应该清醒地看到，

传统的家国伦理观念既有保持城市社会

稳定和谐的一面，也有导致市民心态

倾向于因循保守的一面。在当今的城

市文化重塑过程中，如何扬长避短，

趋利避害，就成为中国城市发展中必

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四、中国传统的城市与乡村之间

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城市既处在乡村

的包围之中，市民也大都来自于乡村。

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皇权社会，乡村

经济和农民的状况一直决定着城市发展

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城市对乡村的这种

传统的依赖性，导致了城市生活存在着

某种程度上的寄生性质和不稳定性。城

市生活是五光十色、充满情趣的，但也

是物欲横流，充满诱惑和危险的；城市

生活是充分世俗化的，商品交换的原则

渗透进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但是城市

中的人际关系又是最不稳定的，最易出

现尔虞我诈、反目为仇等市侩现象。因

此，向往城市而从乡村来到城市的人，

最后往往会感到真正理想的生活环境还

是在乡村。这种心态表现在市民生活的

各个方面，比如从古到今，中国城市居

民尤其是富有者的庭院住宅修建，总是

点缀着田园风光，作为高雅生活情趣的

寄托。这种以乡村为城市的文化之源、

人性之本和理想之国的认识，在中国人

的传统观念中是根深蒂固的。在城乡关

系的文化对话中，乡村总是作为淳朴敦

厚保存道统的代表，成为善良的化身；

而城市则总是作为浮靡奢华道德沦丧的

场所，成为罪恶的化身。这种小农经济

的观念，长期影响着城市生活，其作用

既有使市民知足常乐、安于现状的积极

面，也有让市民小富即安、缺乏远见的

消极面。当代中国的城乡关系呈现出更

为复杂的情况，除了传统的城乡差别和

矛盾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比

如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生活，给

中国城市的发展带来了一系列的新气

象，也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要创

建中国和谐社会则必须处理和解决好这

些问题。

总之，现代城市精神渗透于城市

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城市居民活力、

智慧和人生观的集中显现。城市精神

又是城市景观和内在机制的精、气、

神，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着广泛

而深远的影响。城市精神还成为民族

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

化发展和精神培育的过程中起着先锋启

蒙作用。尤其是在当今改革开放的新

时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活力得到了空

前的发挥，明显带动起整个国家的经

济振兴和文化复兴。然而，在培育和

创新城市精神的时候，需要踏实审

慎，不可轻视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影

响，不可轻视城市文化传统的影响，

不可轻视城乡关系变化的影响，这便

是本文所要强调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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